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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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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学者们对其史学成

就，已进行了不少阐述、总结和探讨，但对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刘大年对历史

人物的评价，主要呈现为四大特点：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去分析评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

依据、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反思，庶几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研究

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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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
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已有不少学者对
其史学成就进行了总结，但对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
的思想和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专门的论述
尚未及见。作为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有思想的阐述，也有学
术的实践，颇能显现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人物评价
的一些特点。１９６１年，他发表了一篇历史人物评价
方面的重要文章———《论康熙》；１９６４年，又撰写了
《李秀成评价问题》；１９６５年，发表了《回答日本历史
学者的问题》，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评价
的看法。本文对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和实践
予以初步梳理和总结，归纳出四大特点。

一、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
情势中分析评价

　　刘大年从不单独地、孤立地评价历史人物，总是

将他们放在历史情势之中分析评判。这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杰出人物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二是杰
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杰出人物的思想意

志与实际历史结果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处理的是时
势造就英雄的问题，回答杰出人物的产生或来源；第
二个方面处理的是杰出人物的阶级隶属问题，界定
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第三个方面处理的是杰出人
物的动机与效果，判断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刘大
年常常从这样三个维度出发来考察杰出人物与历史

情势之间的复杂联系，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刘大年早期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论康熙》

［１］，非常典型地呈现了刘大年将杰出人物放在其所
处时代中分析评判的特点。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康熙统治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从当时的疆
域、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展开论述；二
是“康熙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问题”，从社会的
经济基础入史进行考察；三是比较康熙和彼得大帝，

论述“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分析究竟是康熙个人才
能、性格、个人特点，还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即
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推动造成了当时的
历史局面。这篇文章的结构本身就反映了刘大年从
历史整体出发，从经济基础着手，进而对历史人物进
行评价的思路。在这样的论述里，杰出人物只是历
史大网中的一个网结。文章视野宏阔，采取了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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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逐步缩减归拢的路径，将康熙这一历史人物进
行了立体的透视。其采取的与彼得比较研究的方
法，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至今仍然是一篇清史研究
的杰作。刘大年的这一整体的联系的历史思路，基
于他对历史的基本理解，他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
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阶级、阶级斗争、上层
建筑，统一在历史行进的过程里，天衣无缝。我们什
么时候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分割、
对立起来了，就没有完整的历史了。”［２］（Ｐ２７３）刘大年
对孙中山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关于孙中山，
他如此评价道：“中国近代１１０年的历史，基本问题
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
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
他认为“孙中山的全部革命活动和斗争，都是围绕着
这两大矛盾展开和抱着争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宗旨

去进行的”，“孙中山的先进、伟大，就是他在备受压
迫、极其艰险的环境条件下，把争取民族独立，争取
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坚持下去，并紧跟时
代潮流前进”。但是，孙中山的“主张和实践是先进
的，而事实上在中国又都不能实现”，其原因是当时
的形势是两条线，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不断加
深，一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和上升，是二者矛盾运
动的结果［３］（Ｐ３０－３１）。他从宏观历史角度肯定了孙
中山对中国历史变革多起的推动作用：“中国和世界
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些事
件或者显著影响历史的行程，或者推动历史前进，开
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伴随那些开创性事件的
发生，又必然会涌现一些杰出人物，他们站在时代潮
流的前面，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前进，起着推动
作用。……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和领导这次革命
的孙中山，就称得起是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人物。”
［３］（Ｐ４９）

关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思想，较为集
中地反映在《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一文。刘大
年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
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最有威信、最
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
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一般的常
识。”他详细阐发了自己对群众和领袖关系的认识：
“第一，历史上，一切处于革命地位的阶级，都需要有
善于领导运动、指挥斗争的领袖和杰出代表人物，才
能取得统治权，变革历史”；“第二，个人的愿望、活动
不能变革现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改造历
史”；“第三，群众与领袖，没有领袖，从阶级、群众中

可以产生领袖；没有阶级、群众，就不存在产生领袖
的问题。革命是群众的事业，领袖也就不会是孤孤
单单的一个人，常常是同时出现一批人”，“领袖、领
导者，指挥群众，但首先要受到群众制约”，“阶级、制
度（一定的社会阶级承认的必要秩序）、群众的支持，
至少是消极的支持，使很多处在重要地位的个人、即
使才能平凡的个人，也能发挥相当作用。反之，任何
个人，即使才能杰出的个人，也绝不能超越阶级、制
度、群众的支持、至少是消极的支持，去任意干出什
么惊人事业”；“第四，领袖、先进代表人物的愿望，必
须反映历史提出的任务。群众、阶级的动机，引起、
促进领袖、先进代表人物的动机”［２］（Ｐ１３５－１４２）。在
文章的最后，刘大年得出三点结论：“一，历史告诉我
们：伟大的革命造就伟大人物……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与领袖、杰出人物的活动，在同一轨道上行进。
他们属于一个集合体。领袖就在阶级、群众之中，不
在阶级、群众之外。”“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
作用，并不减少领袖的重要作用。”“三、马克思主义
一向反对个人迷信。”［２］（Ｐ１４９－１５０）这篇文章，充分体
现了刘大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集合体”概念
的提出，则形象表达了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
本质关系。刘大年在评价康有为时，主要就是从这
一维度着手的。他认为，“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
级上层发起的一次具有爱国性质的改良运动，康有
为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中，有先进的东西，有不少
丑恶难堪的东西”，其失败“根源是他们站在半地主、
半资产阶级立场上，又要求参加政权，又不愿向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寻求支持。不止不愿意寻求
这种支持，而且极端仇视农民群众，处处与之相对
立”。康有为等“他们的政策，并不触及地主阶级、买
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而只是要求让
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分享政治权力，改革某些不利
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他们不但行动极其温
和，而且要求改良的范围、程度是很有限的”［２］（Ｐ３０７
－３０９）。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与

历史实际结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刘大

年有着明确的看法：“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是有思
想意志的人创造的。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
个人，他们的文化因素、思想倾向、权力欲望等，必定
要对事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个人，不管掌握多大
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终支
配历史。如果个人意志最终能够决定历史走向，决
定历史的重大事变，数不清的王朝就不会被推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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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外许多居于权力顶峰的人物如梁武帝、袁世凯
以下的北洋军阀首领、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日
本军国主义魁首等，就不会‘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纷纷垮下去，因为那是根本违反他们的意志愿望的”
［３］（Ｐ２０３）。这一段夹叙夹议的论述，阐述了个人的思
想意志与历史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刘大年以蒋介
石抗日态度转变的原因为例，说明历史的变动不以
个人思想意志为转移。他认为“适应民族运动兴起
大势，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的统治权力，这就
是蒋的内因，这个内因就是蒋的行为与民族利益和
全国人民的爱国行为一致起来的内在根据，内在实
质。在涉及整个民族行程的大关节上，把统治阶级
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归结为某个个人的思想意志、性
格等，事情就完全失去了物质的基础，失去了客观的
依据。”［３］（Ｐ２０３－２０４）联系历史实际，从历史客观的结
果来论证历史人物个人思想意志的作用及其局限，
这是刘大年在历史情势中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一个突出表现。
总之，刘大年将历史人物融入到历史情势中进

行评价，往往密切联系这一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分析其阶级归属，进而与这个阶级在当时整个
社会中的状况相联系，最后又与整个历史发展的大
趋势相结合，进行立体的、全面的考察。同时，评判
首先注重历史人物的行动及其结果，其次才是历史
人物的思想动机，而二者也往往能够做到有机地联
系在一起。

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

　　刘大年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
法。他说：“阶级对立、阶级分析，是私有制存在的历
史的‘形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一个短暂
的‘形式’。阶级划分是以生产不发达为前提的，只
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条件下才是这样的……在
历史波涛的淘洗下，自某个时候起，阶级差别将只作
为一种时代的错误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现在人
类还没有摆脱由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这种时代错误。
科学地认识这样的时代，阶级分析，就始终是唯一正
确的、基本的方法。”［２］（Ｐ２３）“唯一正确的、基本的方
法”难免绝对化，但刘大年的坚持自有他的历史观前
提。他说：“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的对象———私有制
社会历史特殊的本质、它的运动形式是什么？回答
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

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

动”［２］（Ｐ８９－９０）；“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是表现为这
种矛盾的阶级斗争”［２］（Ｐ１３４）。既然如此，阶级分析
方法自然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时“唯一正确的、基本
的方法”了。１９６４年，刘大年撰写了《李秀成评价问
题》一文，认为“李秀成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领袖，不
是其他什么革命的领袖。《自述》里那些污损自己、
奉承敌人的东西说明这个农民领袖有局限性、有严
重错误，不是说明他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把《自
述》说成是所谓一个叛徒的《自白书》那显然是不合
事实的”；“评价李秀成的一生，只是要评论他个人在
太平天国中的功过，看他作过哪些贡献，有过哪些错
误，这两者之间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的问题”。
刘大年认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特别是后期的贡献
是主流，污损自己、颂扬敌人、为清军提出招抚太平
军的建议、丧失革命气节等是其错误，但不是主要
的，“李秀成是一个有错误、有污点的农民革命英雄，
但仍然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他还从方法论的高
度进一步指出，阶级分析就是“具体地分析某种现
象、某个人物是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活动，表现了哪个
阶级的特点，是属于什么阶级范畴里的问题。阶级
分析不是只要求划清楚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不
是要把一切革命阶级等同起来，把农民阶级和工人
阶级等同起来”［４］（Ｐ３４８）。
关于光绪帝与戊戌变法，人们存在不同认识。

刘大年从光绪帝的阶级归属及利益代表方面，剖析
了这一历史人物及当时的复杂情况。他认为：“百日
维新中，光绪帝载湉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以康有为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从主要当事人提供

的看法和对事实所作的稽核，都可以断言不是”，“载
湉不但没有完全实现改良派的政策，很多倒是采用
的洋务派的政策”。他尖锐指出：“照改良派的这个
观点，载湉只要有了权，清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明
治维新那样的政府，载湉也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维
新皇帝”，“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载湉的立脚之
地，不是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它们进行联合统治的
清政权。仿佛他个人可以离开那个立脚的地盘，孤
立地去从事某种改革。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它
的代表者掌握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脱离了前者也
就不存在后者”。他认为：“百日维新中已经做的，和
可能做的，都说明维新变法不被推翻，载湉也不过是
一个洋务派的皇帝。这是他的阶级地位、环境条件
决定的”，“载湉与改良派植根于不同的阶级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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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宫廷的环境条件，决定载湉生来是旧统治秩序
的维护者，现实的社会危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又
促使他扮演赞成改革现制度的角色”［２］（Ｐ２７６－２９１）。
刘大年从阶级分析角度对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中的立

场、动机、态度的认识和评价，虽然未必都恰当，但在
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
作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对否

定和抛开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持明确反对和批评态

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对曾国藩有全新评
价，刘大年即批评说：“《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
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
战争，曾国藩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
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他认为，说曾国
藩是保卫中国文化，进行“圣战”，是抵制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说曾国藩的“气学”是唯物论及曾国藩“爱
民”等等，凡此都是“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
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彻底否定阶级分析”的结果［３］
（Ｐ１６－１８）。
当然，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刘大年也提出了运用

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既要坚持，也不能滥用。他说：
“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由于在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生
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同，形成了地位不同的社会
阶级。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方法。
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
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
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
史的运转变迁。”［３］（Ｐ１１）他也反对教条化、简单化的
贴标签的办法：“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集体，阶级、阶
级斗争这个概念，与现象常常呈现出某种差异，或者
不相符合，而且在实际斗争中某些现象是可经常变
动的。用贴标签、简单化的办法看待阶级、阶级斗
争，到处乱套，只能破坏唯物论辩证法。”［３］（Ｐ２０）这类
提醒无疑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如何有效、
准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如何对待历史人物阶级
立场的复杂多变，仍然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三、以历史事实为依据
评价历史人物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和坚守是刘大年历史研
究及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出发点，以历史事实为依
据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刘大年的基本主张。
在谈到政党或政治集团研究时，刘大年认为，根

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辩明党或政

治集团斗争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那些
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它们关
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
怎样解决多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
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
关的事情的”［２］（Ｐ３０８－３０９）。评价历史人物也要重视
事实。刘大年批评说：“有的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
的自我表白，胜过客观事实。”
历史事实蕴含在历史资料里面，如何处理好资

料与解释的关系，刘大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常常
又有一种说法，似乎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
究历史，就意味着不重视资料工作，发议论，讲空话。
我看这至少是极大的误解”，“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
的先决条件，对此不容有怀疑余地。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巧匠难以建造无材的屋宇”，“研究历史，而忽
视扎实的资料工作，就象某个匠人、建筑师说他可以
赤手空拳，平底起高楼那样，不会有人信以为真”。
他甚至肯定了“史料派”的一些提法有其合理性，但
是却做出了重要修正：“中国以往的学者中有人主张
‘竭泽而渔’，有人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按：白居易
《长恨歌》中的一句），动手动脚找东西’。那些话本
身并不错。问题在于‘渔’哪种资料，找什么样的东
西。”他将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入：“历史资料千头万
绪，令人眼花缭乱。我们需要详细占有的是科学研
究的材料。绝非凡是以往的记载，都是我们应该无
止境地去追求的东西。”那么，选择资料的标准是什
么呢？“资料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特点，不然，那
种资料就没有真正意义。资料工作并不等于历史研
究的一切。”对于认为史家应持中立态度、一切靠资
料自己说话的人，刘大年说：“一些研究历史的人，喜
欢宣称‘不偏不倚’，‘浩然中立’等等。他们之中，主
观上可能各有不同，其实说到底，这不过是表示拒绝
某种理论，而信奉另外的理论。这就是问题的实
质”；“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同时坚决
反对一切迷信和武断”［２］（Ｐ２１５－２１８）。撇开其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论，单就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理论、
资料和解释关系的认识而言，应该肯定，刘大年的认
识还是深刻的。
追求历史的客观实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评价

历史人物，不但是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态度，也
是对自我评价的追求。他在《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
·弁言》中写道：“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
论，枉己殉人。这本集子开头曾经想用‘阙文’二字
作为书名。孔子讲过一句话：‘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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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叫什么，无关紧要。叙述历史，要以直言为绳
墨，要讲实实在在的话。我没有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但总是抱定这个宗旨，黾勉以求。”［２］（Ｐ１－２）１９９７年

８月２日给周秋光、黄仁国所著《刘大年传》所写题
词是：“非则言非，是则言是，声闻过情，昔人所耻。”
［４］。这反映了刘大年在自我评价方面也坚持了实事
求是的态度。

四、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分为二地评
价历史人物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大
年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发展了这一传统。
在《论康熙》一文中，刘大年首列两种极端的观

点，一是推崇备至，二是一笔骂倒，他认为这些人的
观点都不能遵循一个客观标准，他们无非是按照自
己的要求褒贬是非。甚至如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
等教科书，也没有讲到清初的统治起过什么作用，有
哪些历史功绩［１］。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评价康熙：第
一，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
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富有
进步意义；第二，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前进的，应
当充分肯定，但封建经济是康熙建立政权的阶级基
础，地主阶级重本抑末，没有突破封建经济的藩篱。
康熙统治下的极盛之世，劳动人民的处境很惨。所
以，他对康熙的最后结论是：“他顺应环境的支配，在
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对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
因此，他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
物。但是与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地位相比，他又显得
极渺小、极其微弱的，在那些历史性贡献里，他的个
人作用到底只占十分微小的份量。他的果断勤敏的
性格、充沛的精力，把他引向实际斗争；他的地主阶
级总头子的立场，狭窄的社会生活、思想平庸、事事
知足，又使他在斗争中畏首畏尾，停滞不前。他有时
像一伟人，他又更多地是一个庸人。他一面是向前
的、进取的；另一面又是消极的，非常保守的、反动
的。封建社会是矛盾的集合体，封建统治者里面的
杰出人物也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人物。”［２］（Ｐ４８２－４８３）
尽管概念措辞带有明显的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特

点，但如此评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康熙的复
杂性、多面性和矛盾性，反映出刘大年力图避免在历
史人物评价上的简单化方法。与此相应，刘大年既
反动资产阶级反满派对康熙的彻底否定，也反对传

统保守派将其美化成圣人，因为这都不符合历史的
实际。前述其评价李秀成时，也主张既看主流，也看
支流；既看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也不忽视其缺点
和错误。这都是一分为二方法的体现。
刘大年曾对孙中山做过很多分析评价，其中《孙

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一文，较
为集中地体现了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在这篇文
章中，刘大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一生，肯定孙中山
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又
指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一位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
果什么幻想也没有，倒反而不可理解了”。“孙中山
爱国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表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和
以后他的一系列言论和实践上。其中有几点是带有
普遍意义的。第一，区别国家的不同性质，指出中国
人只应当爱独立的、与清政权相对立的‘中华国’”，
“第二，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第三，反对国
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２］（Ｐ３２７－３３６）。对孙中山的
民主主义，刘大年认为“民主主义本身就有极大的局
限性和弱点。论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不是要简单
地抱着崇敬的心情去一味歌颂，讲上多少个巍巍乎，
汤汤乎。当然也不应当反过来夸张消极面，说得一
无是处。越是把他放在实际矛盾中加以剖析，越能
显示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始终没有脱离资产阶
级立场，不愿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世界。对马克思
主义表示景仰、同情，也有因涉猎甚浅而发出的非
难、讥评。军政、训政的主张，权与能分开的主张等，
都不幸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镇压人
民所利用。西方一些论著上说他思想缺乏深度，在
实际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妥协，不坚定，也
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对那种妥协性，当时
就有过善意的、严肃的批评。但是，即使把所有那些
加在一起，也绝不足以掩盖他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
光辉。建立共和政体，实现国共合作，这两大业绩，
任何人为其中之一作出决定性贡献，就又幸福，又光
荣，足以为举世所尊崇”［２］（Ｐ３４９－３５０）。这些评论都
颇有辩证色彩，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内部对
历史人物评价中简单化、教条化方法的反省和纠正，
虽然最终难以突破时代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局

限，但是作为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种努力
反省和调整的态度还是令人钦佩的。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刘大年曾为《张学良世纪

风采》一书口述一篇序文，他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
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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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
位；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
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
三，‘西安兵谏’，当时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
还是还有别人能够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
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又说：
“抗日是民族大义，是历史的趋势。蒋介石三十万大
军进逼西安，逼出了‘西安兵谏’。张汉卿把蒋介石
送回南京，实现了国共合作，实现抗日，全民族空前
团结，足见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抗日是不可
阻挡的，全国要求抗战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考虑问题，一
切以民族大义为重”［５］（Ｐ４２５－４２６）。他从民族大义的
角度，赞颂了张学良———这位国民党的将领、曾与共
产党为敌的历史人物，再次体现了他评价历史人物
要一分为二并看到其主流表现的方法。

五、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背后的
宗旨、立场和标准

　　历史研究者往往都有自己的研究宗旨，宗旨是
形成其研究特色的前提条件。历史人物评价者应该
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立场和标准是其评
价特点背后的支撑或决定力量。刘大年的治史或历
史人物评价的宗旨非常鲜明，就是为现实服务。他
认为：“历史包罗万有，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
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这是
历史的价值所在。他主张“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
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２］（Ｐ１５３），因为历史涉及
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值得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天发生的事情多得不可数
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写在历史书上或值
得研究的，必须有所选择。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
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
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
则恶用史为？’”［２］（Ｐ１８１）显然，刘大年赞同王夫之的
经世致用思想。而在各时段的历史中，刘大年最重
视近现代史的研究，正是基于“知今”的需求：“中国
有句成语：‘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
之陆沉’。盲瞽不行，陆沉，闭目塞听，不识世务，更
加危险。我们重视近代史研究，就有反对‘陆沉’的
意思在里面。”［２］（Ｐ２０５）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
年心目中的现实性、致用性就是“阶级性”、“革命
性”：“历史研究的革命性，首先在于深刻揭露旧社

会、旧事物的必然灭亡，说明新社会、新事物必然胜
利，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研究的科学
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
争、阶级分析的观点”［２］（Ｐ５３４－５３５）。坚持马克思主
义阶级观点、革命立场，在刘大年可说是非常明确和
坚定的。在发表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人民日报》上
的《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的文章中，刘大年说：
“评价历史人物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假定有那样
的公式，我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的意思
是说，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阶级分析观点，对具体
人物作具体分析，不能千篇一律地做抽象的论述。
不这样，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是科学的，就是由于它既
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又是具有客观标准的。只要你
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无论是处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还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评价历史人物的
标准应是相同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和封
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相伴随的东西”［２］
（Ｐ４９１）。刘大年一再重申：“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２］（Ｐ１）；“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２］（Ｐ２１０）。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
析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刘大年始终抱有坚定的
信念：“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
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进展。但迄今
为止，没有哪个学说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
系，代替这个学说的指导地位”［５］（Ｐ２４２－２４３）；“中国
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
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一系列政治
风暴都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一部中国
近代史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的生动注脚”［２］
（Ｐ２５０）。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刘大年认为，对于历
史上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如封建暴君、
卖国贼等容易判断，而“有些人既是剥削阶级的代表
者，同时又在客观上起过某些进步的作用。评价这
些人就要复杂得多。一个研究者是不是真正具有阶
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常常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
候面临严峻的考验”［２］（Ｐ４９２）。阶级斗争与阶级分
析，显然是刘大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由历史人物评价的立场脱生出历史人物评价的

标准，刘大年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是以人民为
主体。他说：“对历史上统治阶级里某些人所起的进
步作用是可以予以肯定的，因为那些人代表着历史
上一定时期的动向，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肯定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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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贡献，问题在于你是把统治阶级看作是历史的
主体，还是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历史的主体？你是把
剥削阶级里面某些人物的贡献看得比劳动人民更重

要一些，还是认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
造者？”刘大年认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
造者。他指出：“第一，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的进步
作用，是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第二，
统治阶级里的那些人所以能够起一些进步的作用，
只是由于受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斗
争的约制，或者说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推动”；“第
三，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的进步作用紧密地和残酷
的阶级压迫、阻滞历史前进交织在一起，他们即使在
前进的时候，同时也在反动、倒退”，“统治阶级里面
的人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是顺应人民群众
的要求，就谈不上起进步作用的问题”，他们固然可
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一些贡献，但是“历
史的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人民群众，是由人民群众
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所推动的。把统治阶级所起
的作用和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清楚地加以区别，是
我们评价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的重要的关键”［２］
（Ｐ４９２－４９３）。以这一标准衡量，就显现出了进步和倒
退之分，就有了肯定与否定之分，就比照出了哪些
人、人的哪些时期是进步的或退步的。他还说：“中

国近代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英国、法国、俄国、美
国、德国、日本那些外国侵略者，不是旻宁、奕坾、那
拉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那些反动统治
阶级人物，中国近代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自己。”
［２］（Ｐ２２６）

可以说，前面概括的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的四
大特点，正是其马克思主义宗旨、立场和标准所决定
的，其是非功过也已成为学术史课题，值得人们深入
探讨反思。

（本人是据笔者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５日中国史
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曲阜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刘
大年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草稿补充整理
而成。感谢会议主办者的邀请，感谢各位与会者的
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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